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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中共党史书写的理论思考

张连勇

【提要】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

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 在对党史问题的

阐释上,胡乔木提出,运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论证来阐述党史的各种根本问题,生动、丰富的

党史书写应回归党史本身的研究。 胡乔木认为,以论代史的书写方式不能反映党史的全貌,只有明

晰党史发展的脉络、在宏观叙事过程中展现党史重要人物与事件、重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

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进行党史书写。
【关键词】 　 胡乔木　 中共党史　 党史书写

关于胡乔木与党史研究的论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侧重于胡

乔木对中共党史理论的推进研究。 有学者指出,胡乔木基于自身对党史的了解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对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方面作出了贡

献;①二是从胡乔木参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注重党史文献学科的建设、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研究等方面,阐述他的党史研究思路与脉络。② 以上研究系统总结了胡乔木的治学方法与党史研

究特点,为进一步研究他对中共党史书写的理论思考奠定了基础。 笔者拟从历史书写视角探究胡乔

木对中共党史书写的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树。

一、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

胡乔木从 1941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参与党内许多重要文件及党史著作的编撰。
1945 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共同纲领》和《中国共产党

的三十年》(川西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以及 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胡乔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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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起草者和撰写者之一。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参与起草

重要文件、编写党史书籍的过程中,胡乔木对党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思考。
(一)总结回顾历史

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智慧、深化规律性认识的一项优良传

统。 胡乔木认为,在党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与教训,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为中共党

史的书写确立了基本方向。① 1945 年 4 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团结全国人民和建立独立、自
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上的教条主

义错误进行了清算,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与该决议撰写的胡乔木认为,“因为

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

地少犯一些错误。”②党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剖析历史上的错误,看清前进的方

向,为自身的进一步成熟与壮大提供鉴诫。 1951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反映党领导人

民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历程,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对党在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总结,突显了党领导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艰辛努力。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这不仅是书写党史的

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党内不同看法的需要。 胡乔木说,从党的七大到八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具

体情况与过去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政策,“有些同志对不同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
需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个确定的解决……所以总结过去经验是有重要意义的”。③ 因此,党的

八大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总结过去经验、统一全党的看法,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革

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胡乔木在总结回顾历史的思路指导下书写中共党史,主要侧重于分析评价

以往的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为党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与方法指导。 历史的书写应呈现阶段

性与时代性,特别是当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阶段发生转换之时,新的社会实践会对历史的书

写提出新的要求。
(二)党史书写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

对如何处理好中共党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胡乔木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对过去的经验

与教训进行总结,还要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指明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

木的这一提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与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

发展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事件作出科学总结,尤其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统一全党

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很有必要。 1980 年 11 月,胡乔木在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谈道:“党内外种

种形势已不容许我们再行延迟。 这样性质的问题党中央不拿出一个正式通过的决议而拿一个草案

去在全党讨论,势必等于全民讨论,等于对外表示党内的不一致,党内外国内外各种思想影响纷至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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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难避免引起政治上的动乱,很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①胡乔木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提出,应将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贯穿始终。 他认为,这个“决议”要兼具

现实与理想的力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指明中国前进的方向。 中共党史的书写要为现实社会的

发展指明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 毛泽东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群众

经验、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其思想蕴含

着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主张,对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②

党只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 胡乔木认为,在中共党史的书写过程中,
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就是要严格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

错误,但他犯的错误并不能否定其思想的科学性。 这样的书写思路不仅忠于历史事实,还能通过把

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促进党内的思想统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

的革命道路的象征。 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③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的书写秉承为科学

的政治服务的理念,为未来社会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通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

党内的团结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成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是党史为科学的政

治建设服务的又一表现。 他指出,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总结性的回

顾,有肯定,有评价,有批评;另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间一些重要的跟党史有关的思想上的问题和一

些错误的、歪曲的看法”。④ 在胡乔木看来,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发挥资政育人的功效,还应成为

批判错误思潮、增进党内团结的有力武器。⑤ 改革开放之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西方的“和平演

变”政策严重威胁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歪曲和污蔑党的革命历史。 胡乔木说:“我们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

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⑥他认为,科学研究党

史、准确叙述和解释党史,不断总结国内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系统的、全面的判断,
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渗透提供有力证据。⑦

胡乔木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当阐明,中国的革命历程宣告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
“在中国,哪一个政党能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 95% 以上的爱国人民解决民族独立问

题……同时为占人口 80%以上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政党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使祖国走上富

强文明民主之路。 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国民党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都成功了。”⑧同时,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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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者要据理力争地发声,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与辉煌成就宣告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正确性与必要性,“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的国

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和巨大的改善,真正成了国家

的主人。 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①因此,党史研究不仅要有力地驳斥错误言论,还要防止错

误思潮泛滥给改革开放带来消极的影响,不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歪路、走邪路,这是中共党史书写

成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的核心所在。

二、运用“三个科学”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他说:“我们需要

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②胡乔木以

忠于历史真实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主义的科学论证(以下简称“三个科学”),为
中共党史的书写指明了一条科学的研究路径。 他运用“三个科学”阐释中共党史问题,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书写历史的科学认知与素养。
阶级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按照这一学说,中共党史研究应研

究和考察阶级矛盾的发展,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改革开放后,胡
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要分清界限,不能把党内的一般争论上纲上线,造成党内生活的紧张状

态,“就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名词也可以很好,但如使用时没弄清它的界限,就不能成为有助

于我们前进的武器”。③ 在研究 1957—1966 年的历史时,胡乔木指出,对这十年间的政治斗争要进行

客观分析,“如反彭德怀,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 批判吴晗等等都是诬陷,一方面说是政治诬陷,另外

又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是忠实于历史”。④ 他认为,当时社会存在许多政治矛盾,但不是阶级

斗争。 如用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一词语,将历史的真实面相歪曲化,这不仅是事实错误,而且是政治错

误。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胡乔木强调,不能专从阶级斗争方面找根源,如果这样寻

找,我们不但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关于中共党史的书写,在
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讲阶级斗争,要立足于科学的分析基础,一
定要讲究客观性。⑤

胡乔木认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谨慎看待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他指出,革
命时期发生的“左”倾错误,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解释。 1945 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对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剖析。 从社会历史根源层面讲,该决议认

为,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到党内来的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思想,因此产生了“左”倾错误。 在胡乔木看

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也有的不能用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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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来解释。 如果没有详细的历史分析,就轻易地运用这么一种分析方法的话,就很

可能犯一种实用主义的错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哪个错误要分析,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的方法,
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① 小资产阶级要分很多集团与不同的阶层,同一阶层中又细分为许

多小阶层,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在分析“左”倾错误时不能随便贴标签,因为这样容易将历史唯

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 在党史的叙述与书写中,应看到历史事件发展的主要方面,以生产力的发展

规律作为衡量事物发展的准绳,“不能认为阶级斗争比之于生产、生产力的发展是更为根本的东

西”。② 这样不仅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还能深刻感知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斗争胜利

的不易。 胡乔木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应该看其主流,不能因部分工作出现

的“左”倾做法与错误行为而认为它们毫无合理性。 “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进行了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前奏的三

反、五反运动。 这些是完全适合历史需要的,生产力并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保持了基本的社会政治安

定。”③通过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才能丰富中

共党史的书写内容。
胡乔木认为,研究党史要有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论证。 实事求是的

态度是科学书写党史的基石,置身于客观环境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是科学书写党史的重要条件,辩
证分析的论证过程能将科学书写党史推向更高水平。④

科学的态度要求忠于客观历史,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与书写党史。 忠于历史的科学态度

不能拘泥于党的文献与历史决议,而要还原当时的实际状况。 1987 年 8 月 1 日,胡乔木在中共党

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指出,中共党史的写法好像历来就存在这样一个规矩:“那一时期开了什

么会议,作了什么决议,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又通过什么决议,然后又怎么样。”⑤胡乔木认为,中共

党史写会议和决议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这样做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党的实

践活动经常超出决议范围。 党的历史应该全面记录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尽管在错误路线

时期,“广大的党员、干部、解放军的指战员,广大的革命工农群众的斗争不能够抹煞。 他们仍然是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在党史里面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够因为当

时的领导是错误的,我们就把党的群众性的斗争都给否定了”。⑥ 除了还原历史事实外,胡乔木还强

调,采用科学态度书写党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通过解读可靠的材料揭示党史的复杂面

相,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本质规律、探求问题。⑦ 例如,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研究,从现在

来看,当时的档案资料很少,主要通过还原现场活动来反映当时的历史场景。 胡乔木指出:“要写好

这篇东西,需要访问很多人。 档案材料不会很多,甚至可能没有,因为完全是现场活动,没有什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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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174 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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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往来,毛主席会下与作家的谈话也没有正式记录。”①因此,口述访谈成为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

重要形式,整理好口述访谈资料是还原文艺座谈会真实场景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推动历史真相的

揭示。
科学的方法是研究党史的基本工具。 历史主义方法是书写中共党史的科学方法,即在历史环境

中考察党史事件。 针对有人提出的“作为总结经验,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时期也许宜于较长一些”这一

问题,胡乔木认为他们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尤其“没有着重考虑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

五六年间所发生的实际经济变化(主要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日益强大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
及在此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本身的发展怎样日益与整个国计民生发生矛盾,最后不能不求助于

公私合营以摆脱困境的客观过程”。② 对历史下结论不能只靠逻辑推理,更重要的是结合历史发展

的过程去分析问题,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延长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一问题的提出离开

当时的经济形势而总结经验,违背了用历史主义看待问题的原则。 党史的叙述与书写不能脱离历史

环境,更不能脱离政治形势。 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思想形式都不能离开客

观政治。 1962 年 3 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的讲话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③对此胡乔木认

为,党中央虽然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但思想还是笼罩在“左”倾的政治氛围中。④ 党史的

书写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能看清楚事件发展的前后脉络。
科学的论证是书写党史的必要过程。 “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

并用。”⑤运用辩证主义方法书写党史就是要有客观的分析。 胡乔木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党
史研究如果缺少客观分析,很可能犯实用主义错误。 比如,在他看来,1947 年党中央留驻陕北的确带

有“冒险性”,但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回旋地区大、群众基础好、安全有保障等

客观条件,在转战过程中两次化险为夷。 因此,他说:“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盲

目的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⑥胡乔木认为,当代领导人客观分析党

史事件,也为运用辩证主义方法书写党史树立了榜样。 他指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顾》一书中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论就是客观分析党史的典范,“对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方面

(即令是求成过急这样的缺点也在内),无不详细说明有关的各种现象是怎样一步步形成而又互相影

响的;即令急于求成必然会带来损失,也说明这些损失是暂时的、局部的,总起来看还是既有所失又

有所得的。”⑦薄一波在占有详细史料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做了辩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让人信

服,这是科学论证党史事件的典型例子。 客观分析党史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胡乔木指出:
“对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历史,只能根据当时已经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在特定的经济

基础上的实际活动和经济基础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变化来评价,而不能任意进行逻辑的推演。”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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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致胡绳》,《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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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也是运用辩证主义方法的重要体现。 1958 年 1 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

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总结“一五”计划的建设经验,讨论和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相关

问题。 胡乔木对南宁会议做了公允的评价,既肯定南宁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突破条框的积

极方面,又指出会议消极的一面,“把经济恢复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丰富的、宝贵的、成功的经

验踢开了。 创造性的东西,不能把原来的基础撇开。 这不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①

三、回归党史本身

以论代史是研究者书写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方式。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过去“以论代史”的书

写方式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要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用生动史实说明问题,在此基础

上展开必要的论证,“党史著作中抽象议论太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想读了,就像在长江上航行,
如果不断遇到大坝,这个航行就没有兴味了”。② 他强调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不能把观点的

表达与事实的叙述完全隔开,史论结合,写出的文章才能更生动丰富,进而增强可读性与耐读性。 同

时,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书写要突出党自身的特点,以共产党执政史和建设史为研究内容,党史

书写的目的是让人看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一个党,这是叙述党史的主要意义所在。 胡乔木指出,
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不是建立一种可以放弃理论反思的纯粹历史知识,而是通过明晰党史发展的

主线与脉络,在对中共党史理论系统的不断阐释中建立对历史的理解,要以党的意志表达为灵魂,重
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突出正面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③

(一)明晰中共党史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书写中共党史的主线理论,揭示了本学科的发展规律。 胡乔木认为,
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历史,就要通过党史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样才能准确地抓

住党史发展的脉络与主线。 1991 年 6 月 25 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一文,总结了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 他

说:“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

革开放事业,这些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④在胡乔木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经济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⑤

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革命观点看待中国革命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大革

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争取自己的生

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去政权。 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

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⑥当时,无产阶级既无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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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组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发现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拒绝了党内教条

主义的指导,他逐渐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规律。 在这一正确规律的指

引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 1936 年

冬,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系统总结了近十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批判了“左”
倾和“右”倾分子的军事路线错误,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理论。 《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毛泽东研究革命理论的光辉著作。 胡乔木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探讨

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与自身特点,对民主革命性强但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如

何建设和发展作了回答,“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① 新民主主

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革命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革命的发展历程与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强调,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阶级斗争理

论,推进了革命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

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 在胡乔木看来,“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区别,利用这些矛盾,才能坚持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取得胜利。”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大资产阶级改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并与

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 胡乔木认为,这一阶级分析的细化过程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与中国

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例子,对中国革命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阶级斗

争理论。③

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

敌人封锁与农村经济的凋敝,毛泽东果断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

高,必然出现社会分工,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与自给经济相比,社会分工是一种

历史的和社会的进步。 毛泽东没有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他说:“军队的生产自给,在
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在形式上,我们违

背了分工的原则。 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

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④在胡乔木看来,
毛泽东从当时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只要以恰当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⑤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科

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表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的又一表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和平改造。 胡乔木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

赎买,有一定的政治前提与社会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吸引民族资

产阶级参入队伍,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达成政治共识,商讨和平建国。⑥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公私合营。 中国共产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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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人民日报》1991 年 6 月 25 日。
胡乔木:《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15 日。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人民日报》1991 年 6 月 25 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6 页。
胡乔木:《大生产运动和组织起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 245 页。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人民日报》199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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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的经济改造理论,因而取

得了很大的成效。① 胡乔木对此评价道:“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

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

的伟大设想。”②

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认清革命进程中每一个矛盾的特殊性,独立自主地发展统一战线

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与历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党内右倾机会主

义者“用抄袭的方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应当‘一切经过’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没有

看见过一个反动的中央政权之下可以有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既不与反动政权破裂,又可以

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③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进步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

力”的口号,在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采取了区分原则,“党不但把中央军同地方军加以区别,而且对不

同的中央军也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比较能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卫立煌,采取主要是联合的政策。
在地主阶级中也把开明地主区分出来。”④这些区分成为后来党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共

产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并不完全拘泥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原则,而是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发展马克

思主义理论。 胡乔木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其实质上的优势,这
是“党中央、毛主席成功地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来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一个范例”。⑤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是党史发展的脉络主线,胡乔木通过叙述历史事件,阐发了中共党史发展的主线理论,
让读者感知党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的重要历史过程,体会到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选择,
这是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党史的重要内容。

(二)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内容

遵循宏观叙事的书写原则,把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是回归党

史本身视域下书写党史的入手点。 党史研究者抓住关系国际、国内形势的重要事件进行分析,才能

确保在回归党史本身视域下叙述党史的完整性。 首先,胡乔木指出,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有国际

眼光,要对关系国际局势的党史大事进行重点研究。 抗战时期,苏德战争对国内抗战的影响很大。
胡乔木特别指出要注重苏德战争的研究,他强调,“写这篇文章,一方面要反映出毛主席、党中央当时

紧张、沉重的心情。 毛主席当时是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反映出苏德战争、太平

洋战争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⑥苏德战争是抗战时期中国共

产党制定相关政策的国际背景,加强对苏德战争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宏观叙事的发展脉络。 其次,胡
乔木指出,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有国内大局观念,要对关系国内重大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研

究。 上党战役是重庆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大事件。 胡乔木说:“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而且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对谈判是很大的支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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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269—270 页。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人民日报》1991 年 6 月 25 日。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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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关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 42 页。
胡乔木:《关于重庆谈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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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战役的意义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它是推进重庆谈判、争取国内和平局面的转折点。 胡乔木

在党史书写中,抓住国内重大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让大家在历史进程中再次感知党领导力量

的伟大。 最后,胡乔木认为,从整个党史发展进程来看,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历史,要关注重大历史事

件的作用发挥。 他指出,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严重失

误的发生,但从总体上评价,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在 50 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 80 年

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① 在宏观叙事的书写模式

中,胡乔木提出,把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中共历

史发展的进程,从整体上把握党史发展的脉络。
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不仅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分析与考察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还要重

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 胡乔木认为,党史的书写要体现党的奋斗与努力是反映群众

要求的,党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 书写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的历程,胡乔木说:“即使在错

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的。 党史对此应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

笔抹煞。”②他指出,书写中共党史时,对于错误路线时期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的斗争,要有形象

的、真实的呈现,“‘文革’中对正面人物要大树特树,被迫害致死、坚贞不屈的同志(刘、彭、贺、张闻

天、陶等),被结合的干部,大多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为国家任劳任怨地工作(以周、邓为代

表),还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代表党、代表人民的。”③胡乔木特别强调,1970—1976 年

在长江以南各省协作中获得的杂交水稻成功试验与大面积推广的科技成就也要写进历史之中,进一

步有力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政领导也做过诸多好事。④ 胡绳曾说:“对‘文革’总体上必须

否定,但这个时期,党还是继续表现了它的生命力,不能说这段历史的主体就是两个反革命集团,真
正作为历史主体的还是抵制‘文革’、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干部、党员和人民,才能纠正‘文革’的错

误。”⑤胡乔木与其持相同的看法,他也认为不能以“文革”的错误路线掩盖党和人民做出的努力与选

择。⑥ 揭示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才能呈现党史的真实复杂面貌,才能真正回归党史本身的

书写。
中共党史的书写必须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人民群众看完中共党史后,要感觉党是尊

重他们的选择的,是把人民利益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位置的。 胡乔木指出,党的胜利不仅是依靠和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也是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作为胜利者来书写自己的历

史,不能忘记党外人士。⑦ 在书写抗日战争史过程中,胡乔木时刻关注党外人士发挥的作用,他强调:
“在这一抗日运动中共产党是主体,但也有很多非党员,不仅有学生参加,还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
救国会的前身,就有许多知名人士的抗日爱国活动,如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他们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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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一九三六年才开始活动的。”①胡乔木在研究抗战时期南方局历史时也指出,“许多与我们保

持联系、与我们合作的人,如宋庆龄,如民盟的领导人,如文化界的朋友们,他们的活动是在党的指导

和影响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导,是党史的一部分。”②民主人士在抗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
们的书信、回忆录都是书写南方局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如果没有南方局在国统区

建立的广泛统一战线,就很难把各民主党派和人士团结在我党周围,也就难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团结一致的局面。 因此,一部党史的书写不能离开党外人士,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充分考

虑党外人士发挥的作用。

余　 论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深入党史研究,对中共党史的书写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为以后学

者研究与书写党史指明了方向。 历史书写应有现实关怀,胡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为未

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应成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如此中共党史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社会

学科。 胡乔木提出运用“三个科学”来阐述党史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重大问题,为研究者书写党

史指出了一条明路。 胡乔木提倡党史书写要回归自身的研究,明晰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不断揭

示被以往视角掩盖的历史过程,才能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
在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胡乔木提出,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树立抓主流、看重点的党

史观,真正做到历史与政治的科学统一。 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 胡乔木将

忠于历史真实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分析的科学论证融入中共党史学术体系的建

设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他提倡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研究主线,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历史进程,为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

论先导。 中共党史学术体系的构建也只有通过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的话语体系的创设,进而明确其发

展方向,把握其发展脉络与主线,才能更好地总结党史研究的经验和规律。

(作者张连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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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a hypothesis proposed by his teacher Natio Konan, one that has far-
reaching influence in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Miyazaki Ichisada followed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pproach originated in Europe,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ancient, the medieval, and the modern times, and he argued that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s. In this case, the two main core arguments held by Miyazaki Ichisada are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 nationalist movement. ” However,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regarded all “ under the
heaven” as the ruling area on their own ter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erritory” in modern states. The
principl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Great Unific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erritorial unification. Hence, the
invasion of territory in modern times cannot prove the “progressive nature” and “ leadership” of ancient
dynasties. Moreover, the ancient Chinese perspective of “ Yi” and “ Xia” was in direct contrast to
nationalism in modern times. Miyazaki Ichisada exaggerated antithesis between the “Yi” and “Xia”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deemed it as just cause for military conflicts, whose goal, as revealed, was to justify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Zhu Qianzhi's Road to Marxism / / Yin Feifei

Anarchist Zhu Qianzhi's road to Maxism was a process of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 and peeling
of the layers to discover the truth.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u criticized Marx's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rom an anarchist perspective. Yet he emphasiz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adhered to the communism of great harmony, which was in tune with the basic ideas in Marxist
revolut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studying in Japan, he analyz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of life,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dialectics became an
academic linkage that connected him with Marxism. Through social and cultural pursuit of saving the n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developed a clear vi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rew mor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deological discours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wever, it is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iticism and research”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that served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Zhu Qianzhi to embrace Marxism ultimately.

Hu Qiaomu'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in the Age of
Opening-up and Reform / / Zhang Lianyo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u Qiaomu offered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significant issues in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He argued that, based on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writing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hould serv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weapon for ideological struggle. He argued that one should embrace scientific views and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scientifically interpretating various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He
also called a return from the vivid and rich style in writing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Party History.
He believed that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uld not offer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Party History. Only by
clarifying its dominant themes, exhibiting its significant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within macro narratives,
and re-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that were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could the
writing of Party History return to its origin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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